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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 Governance Plann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gacity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The Case of Guangzhou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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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omot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spatial governance in megacities is a key

objective of national spatial planning. However, how to establish an effective spatial

governance framework and enhance its effect requires further exploration. In 2018,

Guangzhou was chosen as the sole city-level jurisdiction in China for a pilot territo‐

rial spatial planning initiative. To align with the mandate for supercities to transform

development models in the new era,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technical approach, plan‐

ning content, and implementation mechanism of spatial governance planning. Draw‐

ing from insights gained in Guangzhou's comprehensive planning practice and the

analysis of the impacts of city's previous master plans on urban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the paper proposes a governance-oriented planning framework. The

framework aims to carry out national missions with a focus on spatial resource allo‐

c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space utilization under the support of a dynamic digital

governance system. Built on this foundation, the paper proposes transforming state re‐

sponsibility into a spatial development strategy. Regarding resource allocation, it pro‐

poses a new approach based on new development concepts. For space utilization, it

advocates for an adaptive model that can meet the needs of megacities. In terms of

implementation, the paper recommends establishing a perceptible and self-adaptable

digital governance system.

Keywords: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ega cities; governance-oriented plan‐

ning;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Guangzhou

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要转变超大特大城市开发建设方式，完善城市精细

化管理体制，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探索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的道

路”[1]。国土空间规划作为谋划空间发展和空间治理的战略性、基础性、制度性工具[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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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推动超大城市空间治理转型是

国土空间规划的关键任务。空间治理型

规划框架如何构建、如何发挥作用仍亟

待探索。广州在 2018年作为全国唯一的

市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试点，立足适应

新时代超大城市转变发展方式的要求，

对空间治理型规划技术思路、编制内容

和实施机制进行了探索实践。基于广州

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结合广州历次总

体规划对城市转型发展的响应机制分析，

提出以落实国家使命为目标、以空间资

源配置为核心、以空间利用转型为抓手、

以动态数智治理为支撑的治理型规划框

架。在此基础上提出，在战略方面应转

化国家责任为空间发展方略，在资源配

置方面应基于新的发展理念形成资源配

置新机制，在空间利用方面应形成适应

超大城市需求的空间利用方式，在实施

方面应建立可感知与自适应的数智化治

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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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城市发展转型双向互动、互促共进，

是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构成，也是城

市发展转型的空间映射、城市治理的协

调方式[3-5]。因此，引领推动超大城市空

间治理转型成为当下国土空间规划改革

的重点方向。一方面，城市发展转型促

进了空间规划的演变。空间规划通过规

划内容、价值理念、空间结构、实施路

径等方面的不断演化回应城市发展转型

的需要。另一方面，空间规划也在推动

着城市空间治理方式的转型[6]
。纽约、伦

敦、北京、上海等世界城市普遍将空间

规划作为引导和调控城市发展、适应并

推动城市转型的重要工具，借助合理的、

前瞻性的规划对城市发展机遇和挑战做

出有效应对[7]。
围绕超大城市转型发展，国内学者

从经济周期[8-9]、制度演进[10-11]、政策治

理[12-13]、社会结构[14]等视角进行了分析研

判，有学者从演化阶段[15]、动力机制[16]、
发展绩效[17-18]等方面对超大城市转型的

特征与效益进行了剖析。总体上，我国

超大城市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新中国

成立至改革开放阶段，城市以工业为基

础，主要围绕生产中心开展城市建设；

改革开放后至2000年，伴随对外开放和

市场经济的引入，开发区建设带动了城

市空间的快速拓展；2000至2020年，财

税体制、土地使用制度、住房制度等系

列改革合力，城市空间作为资本增殖、

积累以及资源、财富分配的载体实现了

跨越式拓展；2020年以后，我国由快速

城镇化阶段逐步进入稳定发展阶段，发

展重点由速度增进向质量提升转变，经

济与社会、文化、生态等多元目标的矛

盾逐渐凸显。在这个过程中，超大城市

面对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深入贯彻新

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

要求，面临转变发展与治理方式的迫切

需求[19]。新时代时空演变、制度环境变

化赋予规划实践以新的转型方向[20]，规

划顺应新时代发展的要求而优化[21]，形

成规划对象向全域全要素拓展[22-24]、规

划目标更加综合多维[25]、规划过程强调

编管全流程循环反馈[26-27]、规划机制突

出央地协作治理[28-29]等治理型空间规划

编制方法。

广州作为有着2200多年建城历史的

超大城市，常住人口超过1880万，是我

国超大城市的典型代表，同时广州也是

我国城市总体规划最早实践的超大城市

之一，从1954年至今广州共编制了17版
城市总体规划。2018年广州作为全国唯

一试点开展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试点工作，

率先贯彻超大城市转型发展需求，探索

以超大城市空间治理为导向的空间规划

编制方法，为新时代中国超大城市空间

规划编制提供了广州经验。本文以广州

城市转型发展与规划响应演变的历程为

观察样本，提炼形成适应超大城市转型

发展的治理型规划逻辑思路和方法，为

超大特大城市以空间规划引领空间治理

转型提供借鉴。

1 城市转型发展背景下的广州空

间规划演变

广州历来高度重视规划引领作用，

在生产城市建设、改革开放驱动、城镇

化快速发展以及当前高质量发展等不同

时代背景下，推动了总体规划从项目落

实工具向城市治理手段的转型，有效指

导了不同时期的城市的建设与发展。见

图1。

1.1 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改革开放：工业

生产主导下的计划型规划

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提出的“城市

工作的中心环节是迅速恢复和发展城市

生产，把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

指导下，为尽快恢复城市正常运转、建

设生产型城市，广州先后共编制了13版
城市总体规划。这一时期的总规在编制

内容和方法上进行摸索，规划框架尚未

完全稳定，可以视作国民经济计划的延

伸，呈现出为生产服务的特点。在编制

重点上，将工业用地作为最重要的空间

要素，兼顾考虑国防安全，在城市外围

分散布局 4个工业片区，呈现出以传统

中心、以工业组团为单元、沿江蔓延的

发展特征。

1.2 改革开放至 2000年：经济增长驱

动的发展型规划

随着改革开放后城市发展中心转移

到经济建设上，“从生产性城市向综合性

城市转变”逐步成为城市发展的主旋

律[30]。但此时广州老城区人口密度达 3.6
万人/km2，外围点状布局功能相对单一

的工业组团，面临着老城过度拥挤、外

围发育不足、城市框架尚未拉开的问题，

难以有效支撑经济的快速发展。

为提升城市综合服务职能、供给吸

引境外资本流入的产业空间，广州启动

编制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和第一版土地

总体规划，以空间计划型管控和组团式

增量发展为手段，为商务中心、制造业、

图1 广州空间规划对城市转型发展的响应机制示意
Fig.1 The response mechanism of Guangzhou spatial planning to facilitate urban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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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码头等城市功能布局提供了保障，

引领广州从生产性城市向综合性城市转

型发展。从城市性质看，国务院批复广

州是“广东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我国的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我国重要的

对外经济文化交往中心之一”，要求城市

向更为综合的方向发展。从空间扩张模

式看，规划提出从“云山”到“珠水”

沿江往东发展的思路，沿江规划“旧城

组团、天河组团、黄埔组团”，城市结构

由单中心向“带状组团格局”转变。但

与此同时，规划和市场需求之间的矛盾

逐渐凸显，伴随1987年全国第六届运动

会筹办带来的中央商务区建设需求，以

及外商投资和国家开发区“遍地开花”，

1989年广州几乎把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

额度用完，城市空间产生无序蔓延的

问题。

1.3 2000年—2020年：快速城镇化驱

动的拓展型规划

随着分税制、土地使用制度、住房

制度等改革的不断深化，地方政府对城

市开发的积极性和主动权越来越大[10]，
“谋划新空间，形成快速、弹性和多样的

空间拓展策略”成为这一时期总规编制

的核心目标。为了抓住行政区划调整的

契机，拓展城市发展空间，强化区域竞

争力，广州启动了 2000年战略规划和

2010版总体规划编制，开创了战略规划

指引总体规划的模式，以更大的区域视

角确立广州“国际性区域中心城市”的

长远战略目标，并提出“南拓、北优、

东进、西联 ”的“八字方针”，先后推

进了白云新城、琶洲地区、大学城、南

站商务等城市中心周边地区的新城建设，

为构建广州多中心结构雏形起到了重要

引领作用。

2008年底国务院批复的《珠江三角

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明确了广州

面向世界、服务全国的国家中心城市的

地位，标志着广州的发展已跃升至国家

战略层面。此时，广州受到2008年金融

危机下房地产刺激政策的影响，新城新

区四面开花问题凸显。为了承担与“国

家中心城市”定位相匹配的城市职责，

广州启动编制2009年战略规划和2020版
总体规划，对城市空间拓展起到了引领

作用。从区域协作看，广州积极落实国

家战略，深化与港澳合作，以南沙自贸

（试验）区为龙头，建设粤港澳创新合作

的主力区、国家中心城市的新支点。从

空间与功能方面看，强调城市空间发展

从用地增长到结构优化，在原“八字方

针”上进一步增加“中调”战略，在疏

解中心城区人口的同时，构建现代服务

业及区域高端功能聚集区，使中心城区

成为珠三角乃至更大地域范围的区域服

务中心。2012年，为破解城市规划和土

地规划矛盾，广州率先在全国超大特大

城市中开展“三规合一”“多规合一”工

作，推动基数统一、差异图斑协调、专

项规划整合等工作，推动了全域空间资

源的统筹与利用。

1.4 2020年至今：高质量发展导向下

的治理型规划

十九大以后，党中央推动建立“多

规合一”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广州在

取得巨大发展成就的同时，面临发展和

保护矛盾突出、空间结构均衡性不足、

粗放式发展和土地资源约束日益趋紧等

许多挑战。2010年至2020年10年间，广

州常住人口年均增长约60万人，随着人

口快速涌入，建设用地急速扩张，持续

挤压生态、农业空间，对城市环境造成

较大压力，部分结构性生态空间受到蚕

食。此外，在城市空间结构上，尽管历

版规划引导多中心布局，但是外围城区

反磁力作用仍旧不足，人口和公共服务

优质资源仍然高度集聚在中心城区。此

外，城市土地低效利用的现象广泛存在。

存量低效用地规模较大，全市“三旧”

图斑约350 km2，约占全市建设用地总面

积的 20%。随着我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

段，城市发展需要确立生态、经济、社

会、文化等多元目标，广州亟须转变超

大城市发展方式，统筹谋划全域国土空

间合理利用和保护，以空间治理水平提

升赋能城市高质量发展。

因此，在“三规合一”“多规合一”

的探索实践基础上，广州被确定为市级

国土空间规划全国唯一试点城市，着力

探索国土空间规划改革和编制新范式，

破解超大城市发展和保护矛盾、功能与

人口过度集中、空间利用方式粗放等问

题，以治理型规划促进超大城市空间治

理转型，提升城市核心功能，统筹全域

全要素资源配置，转变空间利用方式，

建立更加高效的实施管理机制。

2 超大城市空间治理型规划的思

路框架

国土空间是人类经济社会活动的物

理载体，面对超大城市当前存在的片面

追求规模、功能过度集中、人口过度集

聚、大城市病加剧等问题，需要通过科

学的空间治理实现各类要素、各类主体

关系的统筹协调。因此，空间治理型规

划应该是通过制定并实施科学的顶层设

计，促进国土空间结构优化、要素整合、

功能提升、价值实现、权益保护的制度

安排和行动过程。超大城市作为国家高

质量发展的龙头，其空间治理型规划应

形成以完善和落实国家战略使命为目标，

以空间资源配置为核心，以空间利用方

式转型为抓手，以动态数智治理为支撑

的逻辑思路，为其他城市提供示范借鉴。

2.1 以落实国家使命为目标

“大国”对“大城”的支撑是广州等

超大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基座，国家战略

的牵引是超大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引擎。

目前，全国国土空间规划纲要、粤港澳

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等国家战略文件已

印发，国土空间规划作为贯穿国家到地

方的体系性工作，超大城市应积极承接

和落实国家战略对自身的定位与要求，

在规划中科学确定城市性质与核心功能，

以此为引导开展城市空间治理的顶层设

计，通过依托国家“超大”优势塑造城

市“超强”优势，使服务和承担国家战

略与城市自身发展两者之间相互促进、

相得益彰。

2.2 以空间资源配置为核心

在改革开放40多年的高速发展背景

下，建设用地资源增量供给成为空间资

源配置的重点，也带来了城市空间发展

失衡与资源破坏。新时期超大城市空间

治理应从增量建设用地配置为主，转向

基于新发展理念的空间资源配置机制。

首先是全域统筹配置。一是统筹中心城

区与外围地区，重点破解中心城区资源

过度集中与外围地区资源供给不足、发

展能级较低的问题；二是统筹全域全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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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引导山水林田湖草海等自然资源全

要素的空间布局、用途管控和价值实现。

其次是精准精细配置。增存并举对建设

用地进行科学投放，存量用地重点提质

增效与差异化精准盘活，增量资源则优

先配置给符合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空间。

2.3 以空间利用转型为抓手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推动空间开发

利用从粗放型外延式向集约型品质化转

型是超大空间治理的关键，重点应树立

三个思维。一是底线思维。生态文明时

代对于生态农业空间的保护与利用成为

规划的前置工作，也是发展空间有序开

发的前提，其中重中之重便是科学客观

识别城市发展底线，作为城市开发建设、

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红线。二是弹性思

维。人工智能、新型交通等科技变革和

极端气候、疫情危机等风险挑战给城市

未来发展带来了不确定性，空间开发的

用途管制应从传统的刚性思维向弹性思

维转变。三是品质思维。应以人为核心

推进全龄友好的城市空间建设，提升空

间功能和居民实际使用需求匹配度。

2.4 以动态数智治理为支撑

治理型空间规划作为对空间的制定

安排和行动过程，应从静态蓝图的规划

方案转向全过程全周期动态管控转变。

相比中小城市，超大城市的知识、技术、

人才资金等的时空交换与流动更加频繁，

城市生产与居民活动范围更大、类型更

复杂，通过空间规划协调城市发展、居

民生活、生态保护等多元目标的难度更

大，因此应通过多源城市时空数据为国

土空间上各类资源要素与人群活动时空

信息感知、分析、评估与决策的过程

“赋能”，实现动态化的数智治理。

3 基于超大城市发展转型需求的

广州空间治理型规划实践

3.1 战略导向：基于国家责任确定城市

空间发展战略

3.1.1 承载四个维度的战略发展目标

广州在新一轮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

制过程中深刻把握国家对广州继续在改

革开放与高质量发展中扛起“排头兵、

领头羊、火车头”的核心要求，履行好

支撑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为“新发展格

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

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的职责，同时

对标纽约、伦敦、巴黎等全球城市样本，

从世界的广州、中国的广州、湾区的广

州、广东的广州等四个维度出发，提出

“美丽宜居花城、活力全球城市”的目标

愿景，全面建设具有经典魅力和时代活

力的中心型世界城市，明确“广东省省

会、我国重要的中心城市、国家历史文

化名城、彰显海洋特色的现代化城市、

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科技教育文

化中心”六大城市性质，以及“国际商

贸中心，全国先进制造业基地，综合性

门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重要承载地”

四大核心功能定位。

3.1.2 把握引领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

的战略使命

根据粤港澳大湾区的多源数据分析，

2010—2020 年 间 大 湾 区 内 GDP 增 长

105%，企业数量增长 104%，人口数量

增长 83%，从夜间灯光数据增长来看，

形成了以广佛、港深为核心的功能合作

网络。随着狮子洋通道、莲花山通道、

南沙大桥等系列跨江通道的建设，国家

赋予南沙、前海、横琴等国家级战略平

台重大使命，“狮子洋—伶仃洋”成为粤

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的前沿阵地。

在此背景下，新一轮国土空间总体

规划提出引领共建环珠江口 100 km“黄

金内湾”，促进东西两岸要素快速高效流

通。区域联动方面，积极推动广佛莞、

南中莞都市区一体化发展，做强两个都

市核，建设广州—佛山—东莞中心城区

联动走廊、南沙—中山—东莞—深圳新

兴联动走廊，加快边界地区交通互联互

通、基础设施共建共享和跨海通道建设，

围绕两大都市核布局重大产业平台。创

新平台共建方面，协同共建广深港、广

珠澳科技创新走廊。以广州东部中心为

核心，加强与东莞松山湖科学城、滨海

湾地区、深圳前海合作区、河套深港科

技创新合作区、光明科学城等重要创新

平台的衔接，推动金融、海洋、科创、

文旅等高端功能协作，共同构筑产业科

创脊梁；西岸以广州中心城区、南沙为

引领，沿珠江西岸深入与佛山三龙湾地

区、中山翠亨地区、珠海唐家湾地区和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等重大创新平台对

接，打造战略性新兴产业走廊。

3.1.3 顺应空间发展的逻辑转变

以引领粤港澳大湾区空间协同发展

为导向，广州空间发展从城市逻辑走向

更广阔的“湾区—流域”城市群逻辑，

从区域空间考虑城市功能布局，以向东

向南融湾发展为重点，构建“一带一轴、

三核四极”的城市空间结构。广州提出

沿“珠江—东江”的“两江”东进战略，

建设珠江高质量发展带，推动黄埔、增

城联动建设东部中心现代活力核，营造

新质生产力引领的创新和产业空间，积

极融入湾区东岸科技创新走廊。此外，

在原“南拓”战略基础上，进一步提出

沿“狮子洋—伶仃洋”的“两洋”南拓

战略，建设广州活力创新轴，推动两洋

沿岸的番禺与南沙聚力联动，建设南沙

新区未来发展核和狮子洋增长极。作为

发展积淀深厚的城市，广州积极推动老

城提质，统筹协调新老城区关系，引导

非核心功能疏解与更新，在外围地区打

造综合新城，带动全域一体化发展。

3.2 资源导向：建立基于新发展理念的

空间资源配置机制

3.2.1 协同单要素与多要素资源，体现

自然资源全要素管控

广州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延续落实

“多规合一”的总体思路，统筹山水林田

湖草海各类自然资源布局，通过建立

“规划分区—用地用海分类”的管控传导

体系，向上强化对主体功能区战略的深

化落实，向下细化用地用途和开发强度，

形成全域的 6类一级规划分区，中心城

区以主干道路网为主要分隔细化为18类
二级分区[31]；在全域分区的基础上，分

类制定全覆盖、全要素、差异化的用途

管控规则，填补农用地和生态用地之间

转用等空白，通过功能引导和指标约束，

形成开发、保护、整治、修复和更新等

全域空间管控引导策略。同时，结合国

土调查和海岸线修测结果，形成用地用

海现状一张图，明确陆海一体的国土空

间总体规划编制范围，将海洋空间纳入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布局，陆海统筹确定

生态保护红线，陆海一体划定国土空间

规划分区，将海岛作为海洋强市建设的

战略资源进行科学规划和分类管理，提

出海岸线分类保护利用措施，将原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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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区划、海岛保护规划、海岸线管理

等海洋空间规划管理要素融入国土空间

总体规划。

3.2.2 协同增量和存量资源，实现空间

资源精准高效配置

对城市空间进行“提质增效”、实现

可持续的城市运营是超大城市空间治理

转型的重要方向[32]，广州国土空间规划

建立以存量用地为主的建设用地供给机

制，实施“严控总量、盘活存量、精准

配置、提质增效”的建设用地调控策略。

指标控制方面增存并举，中心城区和外

围城区中心地区实施调整重构型规划，

投放约 15%的增量规模，促进存量用地

成片连片更新改造；承担区域功能的重

点平台和交通枢纽地区实施适度拓展型

规划，集中投入全市约 70%以上的增量

规模，重点保障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

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布局；预留 15%的

增量规模统筹用于规划期间重大机遇性

项目、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乡村振兴

项目。实施差异化城市更新策略，划分

三个城市更新分区通过微改造、混合改

造、全面改造等方式推进城市更新，积

极稳步推进城中村改造、村镇工业集聚

区改造，通过整合归宗、土地置换等方

式促进区域成片连片开发，优化用地功

能布局，提高土地利用效率，补齐基础

设施短板。

3.2.3 协同中心和外围资源，推动非核

心功能有序疏解

破解城市功能过度集中于中心城区

的问题，统筹中心城区与外围综合新城

的功能和空间资源配置，立足城市核心

功能定位，有序疏解非核心功能，加快

中心城区内低效零散仓储、劳动密集型

制造、一般性装备制造、纺织与农产品

等批发市场、区域性物流中心等功能向

外围城区疏解，严格控制中心城区新增

用地规模，以低效腾退用地再开发为主，

增加中心城区现代服务业、商业服务业、

绿地、公共服务设施供给，全面增强中

心城区全球资源配置和服务能力。推动

提升外围综合新城的综合承载能力，引

导新增用地资源向外围综合新城和重点

平台投放，增加外围城区公服设施配置

能级，强化轨道1 km服务半径内住房用

地的供给，推动外围综合新城有效分担

中心城区功能，提升对人口与就业的拉

力作用。

3.3 空间导向：探索适应超大城市发展

需求的空间利用方式

3.3.1 构筑国土空间安全韧性底盘，保

障高水平安全

广州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坚持底线思

维，构建开发底线、安全风险和承载上

限构成的国土空间底线极限体系（图2）。
优先划定“大三线（生态保护红线、永

久基本农田保护线、城镇开发边界） ”

“小四线（绿线、蓝线、紫线、黄线）”，

分类确定不同控制线管控传导要求[33]。
识别地质安全、防洪排涝等国土安全风

险清单，划定岩溶、软土沉降等 7类地

质安全风险区；运用遥感、高程模型、

水利模型等技术，识别出全市62个易发

内涝风险区域，建立流域整体开发管控、

增加雨洪滞蓄空间、提升排涝标准等综

合性、系统性风险管控体系。结合南方

沿海超大城市人口密集、气候湿热、台

风频繁的特点，开展资源环境承载能力

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综合评

估确定国土开发强度上限与人口容量，

确定全市城镇建设空间不高于市域面

积 1/3，生态和农业空间不低于市域面积

2/3，常住人口规模控制在2200万人，实

际服务人口规模控制在2500万—3000万
人，全市建设用地人口密度控制在 1万
人/km2，中心城区人口密度控制在 1.65
万人/ km2。
3.3.2 建立战略留白空间管控机制，支

撑高质量发展

为应对人工智能、新型交通等科技

变革和极端气候、疫情危机等风险挑战

给城市未来发展带来的不确定性，强化

城市对未来重大事件、重大项目保障能

力，本轮规划研究建立战略留白空间管

控制度，为超大城市转型发展留足战略

空间与稀缺资源。规划充分考虑广州成

片连片增量产业空间不足、老城区非核

心功能集聚等问题，划分两类战略留白

空间：空间留白类位于城镇开发边界外，

对重要平台周边地区的发展空间进行战

略预控，重点应对不可预期的重大事件、

重大项目，做到“土地等项目”的前瞻

性；功能留白类位于城镇开发边界内，

主要对交通区位条件可能发生重大改善

和规划意图尚不明确的存量建设用地进

行预控，暂不明确功能，为科技创新回

城、新型基础设施布局、老城区空间品

质提升等提供弹性空间。为实现留白用

地的科学划定和实施管理，探索出台战

略留白空间管理办法，建立市、区两级

上下联动划定与管理机制，规范留白用

地“启动申请—过渡期管理—实施监督”

全生命周期管控。

3.3.3 推行以生活圈为单元的设施配置

模式，打造人人可享的宜居家园

以人为核心健全全龄友好社区建设，

全面摸清儿童、青少年、老年人、就业

人口、流动人口等各类人群画像，利用

手机信令数据分析居民空间活动规律和

空间需求特征，面向多元群体全生命周

期精细化需求，提出乐龄社区、青年社

区、儿童友好社区、落脚社区等城乡社

区生活圈建设指引，从“精准公服配套、

舒适人居环境、特色公共空间、社区共

图2 国土空间底线极限体系构成示意图
Fig.2 Schematic diagram of territorial spatial bottom lin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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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缔造”等四个方面打造复合化的社区。

在5—15 min步行可达范围内完善服务配

套，推动养老、幼托、体育、文化、商

业、公共空间等集中布局，围绕童趣、

适老化、全民健身、滨水魅力、历史印

记等主题建设特色公共空间，构建网络

化、无障碍、功能复合的公共空间网络，

坚持共同缔造理念，构建由专业大师、

技术团队、社区居民多方参与的社区治

理共同体，打造宜居、宜业、宜游、宜

学、宜养的便民生活圈。

3.4 实施导向：建立可感知与自适应的

数智化治理系统

3.4.1 构建数字化实施监测评估预警系

统，确保“一张蓝图干到底”

本轮规划推动建立国土空间基础信

息平台和“一张图”实施监督信息系统，

开 展 国 土 空 间 规 划 实 施 监 测 网 络

（CSPON）试点，拓展智能感知、体检评

估、监测预警、动态调控等功能（图3），
服务于国土空间规划的编制审批、实施

监督全过程，实现国土空间规划的信息

汇交与各行业主管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

业务协同。一是智能感知，运用空天地

海组网检测与城市协同感知技术，探索

对城市自然资源、社会经济活动的智能

感知；二是监测预警，研发自然资源解

译大模型，开展耕地、城市、海洋、林

业等专项监测；三是体检评估，构建一

套突出国际视野、落实国家要求、彰显

广州特色的体检评估指标体系，包含 6
个维度 120余项指标，同时考虑到单个

指标对城市发展问题分析的局限性，按

照基础板块、重点领域、重点地区的思

路，对各类指标监测内容及空间监测内

容梳理整合，对接实施监测应用场景，

优化搭建评估模块；四是动态调控，通

过分析模型构建、指标分析可视化、大

数据计算分析，实现对规划实施计划的

动态调整优化。

3.4.2 健全综合性的法规政策与标准，

形成公共政策平台

本轮空间规划以强化规划对城市建

设行为的引导作用为目标，推动完善规

划实施的政策框架。一方面健全规划法

规政策体系，衔接上位立法进程，推动

《广州市国土空间规划条例》《广州市国

土空间规划技术规定》前期研究，确保

空间规划管理全面纳入法治轨道。围绕

耕地保护、生态修复、城市更新、城中

村改造、节约集约用地等重点领域，制

定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实施的相关配套政

策，强化规划的公共政策属性，保障规

划目标和空间布局的有序实施。另一方

面完善规划技术标准，研究制定覆盖规

划建设、自然资源保护利用各领域各环

节的技术标准与准则，推进重点和急用

标准研制，及时修订相关技术规范，构

建符合广州特色的国土空间规划地方技

术标准体系。加强顶层设计和标准化管

理，促进技术标准相互衔接，提升国土

空间规划技术标准体系的开放性和先

进性。

4 总结与展望

超大城市转型发展经历了不同的阶

段，空间规划作为空间治理的主要工具，

始终响应和引导着超大城市的发展，成

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

成。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广州空间规

划演变历程，伴随着城市发展的动力与

特征更替演变，空间规划经历了落实城

市生产建设、引领城市快速扩展，再到

以综合治理的空间政策主动引导城市转

型发展的变革之路，回应新时代超大城

市转变发展方式要求，逐渐形成超大城

市治理型规划方法，从城市能级、资源

配置、空间利用、实施管理等四个维度

推动超大城市空间治理转型：在城市能

级方面，提升在国家战略中的担当与责

任，引领粤港澳大湾区区域协同发展，

优化形成区域化、多中心、网络化的空

间结构；在资源配置方面，建立基于新

发展理念的空间资源配置机制，统筹协

调中心和外围、增量和存量、各类自然

资源要素的关系；在空间利用方面，探

索适应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利用方式，构

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底盘、战略留白空

间，推行以人为本的公共服务设施配置

模式；在实施管理方面，构建动态数智

化治理体系，推动城市治理科学化、精

细化、智能化发展。

面向未来的空间规划编制工作，应

当进一步意识到超大特大城市转型发展

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产业经济、

空间布局、社会治理等多个维度，超大

城市转型背景下的空间响应具备更加丰

富的多重内涵，在新兴技术变革浪潮和

后现代社会思潮下，生活方式和生产方

式加快重塑，未来应更加注重跟随未来

人的需求和产业重构变化，从宏观、中

观、微观等多个尺度强化对城市空间治

理模式的探索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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